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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从此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肆虐。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为救亡图存，携手合作，共同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掀起了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时至今日，客观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而且对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增强民族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表现
（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种“寇深祸亟”的形势下，国民党改变了过去妥协退让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严正声明：“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表明他的抗日态度转向积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这一方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实施正确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毛泽东后来就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在军事上，国民党也在正面战场奋起抵抗，“这个时期中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抵抗”
。特别是在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战役，如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些战役的指挥及实施虽然存在许多失误，但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沉重打击了不可一世的日军，粉碎了日本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消耗了它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中不能自拔。第二，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促使战略相持阶段加快到来。第三，这种顽强抵抗一扫国民党军队往日疲弱的旧习，令国际社会肃然起敬，开始对其刮目相看，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吸引了友好国家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捐助。第四，国民党爱国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抗战事迹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第五，掩护了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为领导机构和沿江、沿海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为中国持久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也在客观上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有利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展开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1939年1月，毛泽东在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发刊词》时就明确肯定：“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
他还曾评价：“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1943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也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出于对中共力量迅速壮大的恐惧，他们在政治上加强了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来又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但客观来看，这一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整体上仍比较努力，先后开展了南昌会战（1939年3月—5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豫南会战（1941年1月—2月）、上高会战（1941年3月—4月）、晋南会战（1941年5月—6月）、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第三次长沙战役（1941年12月—1942年1月）、浙赣会战（1942年5月—9月）、鄂西战役（1943年5月一6月）和常德战役（1943年11月一12月）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给日寇造成了重大杀伤。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还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展示了积极抗日的态度。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了322万多人的重大伤亡。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血洒疆场，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和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这是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的。
（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腐败
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国民党始终坚持抗日，没有妥协投降，从而保证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但毋庸讳言，也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和部队投降当了汉奸。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先后有78万人投敌，其中将级军官67名。另外，国民党在抗战中还暴露出严重的腐败问题，各级官僚均借抗战之机，倚恃权力，贪污成风。1944年5月，成都《华西日报》曾发文针砭：“吏治之坏，几可以说无有甚于今日者，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贪官污吏，到处充斥。……官愈大，势愈厚，而贪污数目愈为惊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最令人痛恨的腐败现象就是豪门权贵横行不法、营私舞弊。当时，由于严重的财政困难，国民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导致物价暴涨，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而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豪门权贵，不但无视民瘼，还肆无忌惮地从中疯狂牟取私利，大发国难财。对此，《华西日报》曾揭露说：“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也绝不会感受到物价的威胁。相反，物价愈上涨，他们的荷包愈充实，渔利中饱的机会也愈多。故物价愈高，豪奢挥霍之风也愈烈。”
马寅初也多次抨击：“现在抗战百十万之将士牺牲其头颅热血，几千万人民流离颠沛，无家可归，而后方之达官资本家，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且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他还痛斥宋子文、孔祥熙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的统制。至于这几位大官大买其外汇之事实，中外人士，知之甚稔。”

在目睹了这种糟糕状况后，曾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说：“我是根据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民党是：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共产党的纲领是：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参与政治；说到做到”
。当时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纵也因“痛感政治之腐败、无望”，在日记中感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有什吃什，后方吃什有什。前方一身流血，后方满口流油。”到1944年，他更得出结论：“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的经济政治军事（机关）全都坏了。”

总之，国民党在抗战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对战争进程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在对其抗战形象加以评价时，这一点显然是无法掩盖和美化的。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贡献
（一）积极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积极开展了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1935年，在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为挽救民族危亡，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积极支持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使这一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在抗日前提下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五项国策，并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工农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具有重大让步性质的四项保证，促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迅速于7月8日发表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并在7月15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和宣言》递交给国民党。17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等人赴庐山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根据双方协定，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于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对此，毛泽东曾评价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倡导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先后掀起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皖南事变的发生及中共的应对，使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和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当时宋庆龄、何香凝致函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围剿新四军。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剿灭，政府方面实难挽回对人们的信赖。在国际社会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面对这样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经过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能够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大提高。
（二）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
自1937年8月起，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新四军迅速插入敌后，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是由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拉开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设伏，一举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装弹药和军用物资，获得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也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了敌人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给敌较大打击，援助了国民党军在忻口的防守战役，并掩护了他们撤退。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地区。自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即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华北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有力地配合了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使日寇腹背受敌。日寇只得停止战略进攻，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的同时，猛烈发展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随着人民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个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对此，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亿多人，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
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就在于中共。1941年至1942年，日军大肆“扫荡”华北根据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日寇的这种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对敌作战，粉碎了日寇的残酷“扫荡”、“蚕食”、“清乡”，巩固了解放区，渡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各根据地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如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一系列战术，弥补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缺陷，使日本侵略者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敌后反“扫荡”斗争中，广大军民英勇顽强，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坚贞不屈，绝食而死；“狼牙山五壮士”，视死如归，气壮山河；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血染太行，以身殉国。敌后军民这种团结一致、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精神支柱。
在敌后军民的坚持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断胜利，到1943年，解放区战场形势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从1944年起，根据地军民对日寇发动了局部反攻。一年中，敌后军民对敌战斗共11300多次，毙伤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47座，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700万。而此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大溃败。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至12月初，国民党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一部，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万人民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两个战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1945年初，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动了广泛的进攻。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中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重要城市，均处于人民军队包围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已成为大反攻的重要力量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强大基地。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出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从8月11日至9月2日，根据地各路大军破袭了平汉、正太、同蒲、北宁等铁路线，使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加上东北抗日联军歼敌17万余人，共达70万人，另外消灭伪军118.6万人。敌后解放区军民也付出巨大牺牲，部队伤亡60余万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赢得了国内外民众的普遍崇敬。同时，敌后战场还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三、抗战胜利的经验启示
中国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它谱写了世界民族解放战争史上灿烂的篇章，创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范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一系列抗争，这种民族觉醒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这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新里程碑。面对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他们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抱定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说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蕴藏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她不仅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永恒动力。
（二）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旗帜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各阶级、各政党、各军事集团，虽然政治信仰和追求有所分歧，并且时有磨擦，有时甚至矛盾十分尖锐，但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一直坚持到抗战最后胜利。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和政策，有效地阻止了时局出现的逆转，对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主导作用；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各种力量均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努力维护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这段历史再度说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捍卫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保证。
今天，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但当我们回顾历史，应该不难得出一点共识：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激情。当年，毛泽东曾指出：“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成了互相援助的亲密朋友”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才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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